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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直播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人们的业余娱乐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用户以充值打赏的方式

表达对于直播表演的认可，直播平台与主播也因此获得收益。该商业模式在提供娱乐的同时也不可避免

地产生许多经济纠纷。当用户的打赏行为存在可撤销、无效事由时，平台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目前实践

中的判决各异，缺乏统一的标准。学界目前由于对于打赏行为性质的争议过于激烈，进而对于责任的分

担问题也未有定论，然而责任分担问题对于纠纷中的当事人有着最直观的影响，亟须解决。因此文章尝

试从用户的外部视角出发，绕过对于打赏行为性质的争议，引入外观主义理论，为解决直播打赏纠纷中

的责任分配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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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line live broadcast has increasingly occup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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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amateur entertainment life. In this process, users express their recognition of live per-
formances by topping up and rewarding, and the live broadcast platform and anchors also make 
profits. While providing entertainment, this business model inevitably generates many economic 
disputes. When there are revocable reasons for a user’s tipping behavior, whether the platform 
should bear the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The judgments in current practice are different, and there 
is a lack of unified standards. At present, due to the fierce controversy over the nature of tipping 
behavior, the issue of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 has not been determined, but the issue of responsi-
bility allocation has the most intuitive impact on the parties in the dispute and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ypass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nature of tipping from 
the external perspective of users and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 in live streaming tipping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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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发展，打赏行为也从线下发展到线上，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将法定货币通过充值

的方式兑换为特定平台的虚拟代币，购买礼物“赠与”主播表示对于直播表演的认可，而主播与平台通

过用户的这一系列行为实现营利。经过近些年网络的不断发展直播行业迅速扩张，无论是主播还是平台

都在用户的充值打赏行为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已然成为新兴行业，随之而来的各种纠纷也层出不穷。

其中主播更是为了吸引打赏“各显神通”，这就导致一些用户在打赏时存在重大误解或者被欺诈的情形，

进而导致打赏行为的可撤销，甚至被认定无效，那么此时用户应当向谁主张赔偿？也即直播打赏纠纷责

任的实际承担人应当为主播、平台还是两者都是？现实中当纠纷发生时，多数用户主张打赏行为的直接

相对方——主播承担返还财产的责任自无疑问，问题在于用户往往会同时主张平台承担责任，而平台方

多会通过否定充值–打赏行为间的相关性以及其与主播间存在劳动关系主张不承担责任 1。那么究竟在直

播打赏纠纷发生时，平台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更重要的是如果平台承担责任那么承担责任的依据为何？ 
目前多数判决以“打赏”法律性质作为切入点，多纠结于打赏行为为“赠与”还是“网络服务合同”

[1]不关注打赏的运作机制 2，忽视平台与主播之间的关系，导致割裂了打赏过程中用户、网络直播平台、

主播三方主体之间的联系，这样缺乏整体视角的分析方式忽略了直播平台在打赏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导致了当打赏行为出现效力瑕疵甚至直接被认定无效时，平台责任的缺位，以及用户权益无法得到完整

保护等问题。实际上在打赏过程涉及的三方关系中，网络平台实际上处于最强势地位，相应获取的利益

也最多。据此在发生纠纷时，不应仅在用户与主播之间划分责任，更应积极考虑网络直播平台纳入责任

主体范围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实现公平、正义，维护网络直播行业的市场秩序。 

Open Access

 

 

1相关判决参见：陈某与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21)苏 05 民终 11618 号；林某、廖某等

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2022)粤 19 民终 7122 号；刘奇与王艳等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22)京 04
民终 234 号；唐阳与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0)京 0491 民初 31636 号。 
2 俞彬华与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王子戎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0-41 页。虽然俞彬华方律师有提到网络直播平台应当也作为责任承担主体，但法院在审判时并未

考虑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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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少数判决意识到了此问题，试图通过对于平台与主播之间的内部关系调整——认定双方存

在实质上的劳动关系进而将平台纳入直播纠纷的责任体系中。但是这样“一刀切”的做法未免过于草率，

忽略了当前直播行业中主播与平台间关系的多样性和真实性[2] [3]。虽然目前在实践中，在一些签约模式

下认定双方成立劳动关系并无不可，此时“平台–主播”可以视为网络服务合同中的同一方主体。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签约模式下平台与主播都能成立劳动关系，且就目前实践而言双方签订的“直播协议”，

普遍明确约定“双方，不构成任何劳动法律层面的雇佣、劳动、劳务关系”3，特别是在合作分成模式和

独立操作模式下，双方的关系有时更类似于商业合伙关系[4]。由此可知，从主播、平台的内部视角出发

去认定劳动关系，在一些情形下难免有罔顾事实，强行扭曲主播与平台间的法律关系之嫌。因此本文试

图转变视角，从用户的外部视角出发，通过平台用工致第三人损害的“外观主义”归责路径进一步解释

平台与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实现主播、平台共同担责，保障用户权益，更好地在用户、平台、主播间

分配责任与风险。 

2. 外观主义理论的引入 

2.1. 外观主义理论 

我国主流观点认为，外观主义是商法中体现保护交易安全原则的一个方面，是指以交易当事人行为

的外观为准来认定商事交易行为的效果[5]-[7]。在维护交易安全的同时，外观主义也体现了商法促进交易

简便快捷原则——依据外观主义交易相对人可以基于合理信赖交易外观免于调查交易背景，从而节约交

易成本、提高效率。也有学者认为“外观主义”主要指在“涉及第三人的外部关系上，行为外观因素对

法律适用有重要影响。”[8]该主义原则上运用于交易的领域[9]，运用于当事人的意思、权利等因素表里

不一，且两方当事人的意思、权利相冲突的场合，是法律基于特定理由才不得已地按照外观特别是对该

外观的合理信赖赋予法律效果[10] [11]。 
在确认劳动雇佣关系中，外观主义的理论主要有“行为外观主义理论”和“风险共同体理论”。 

2.1.1. 行为外观主义理论 
“行为外观主义理论”认为行为外观是证明“执行职务”的客观判断标准，即无论用人者与受雇人

的真实意思表示如何，受雇人是否在“执行职务”以其客观的行为事实作为判断依据 4。该理论基础依托

于雇佣关系，以劳动关系的真实存在为前提，强调雇佣关系中的管理与监督[12]，并要求该管理与监督达

到一定的程度。在此基础上该理论借由非真正受雇人的类型扩大雇用人责任范围，作为理论的修正。在

此过程中，行为外观起着决定性作用，构成用人者未尽到相应合理的管理与监督义务的直接证据，由此

实现用人者与受雇人(非真正受雇人)的内部协议无法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最终达到保护交易第三人以及交

易安全的目的。但是无论该理论如何进行扩张解释，其始终以用人者的管理监督为前提，哪怕该管理监

督程度很低，也是必备条件。 

2.1.2. 风险共同体理论 
“风险共同体理论”则认为外观标识并非客观标准，其最终目的在于向外界宣示共同体的存在。风

险共同体的实质是风险与利益共同体，即“特定人群从风险来源中获得利益”[13]。风险共同体理论并不

在意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反更倾向从外部视角——社会风险的角度审视危险来源，要求制造

 

 

3《斗鱼直播协议》第 1 条第 4 款；《抖音主播入驻协议》第 1.5 条。 
4 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曾于 2001 年一起案件中阐释“行为外观理论”，主要内容是“‘民法’第 188 条第一项所称之‘执

行职务’，初不问雇用人与受雇人之意思如何，一以行为之外观断之，即是否执行职务，悉依客观事实决定。苟受雇人之‘行为

外观’具有执行职务之形式，在客观上足以认定其为执行职务者，就令其为滥用职务行为，怠于执行职务行为或利用职务上之机

会及与执行职务之时间或处所有密切关系之行为，亦应涵摄在内”。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01 年台上字第 1991 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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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并获益的共同体就该危险承担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外观标识只是对于共同体存在的一种宣示和证明。

与“行为外观主义理论”的逻辑完全不同的是，风险共同体理论从危险源的外部治理出发，并不以认定

“雇佣关系”为前提，也无需认定用人者的管理监督义务进而推导出其用人责任的承担，仅仅以危险来

源为出发点，主张基于共同收益产生了共同风险因此需要共同担责[14]。 

2.2. 外观主义下平台责任的归责基础探讨 

2.2.1. 主播与平台风险分配的内部视角 
在现有网络直播平台的运作模式下，平台会依据自己的标准选择与主播合作直播的模式，其中主要

有以下三种直播模式：书面签约模式、合作分成模式与独立操作模式[15]。 
第一，书面签约模式。此种模式下平台会与主播签署书面协议，约定主播的表演内容、时间、所获

虚拟礼物多寡以及人气高低等指标，相应地也会额外给予签约主播价值相当的签约费用(工资)。所谓的“天

价签约费”“大网红”基本是出自书面协议模式下的主播 5。 
第二，合作分成模式。相对于上一模式，本模式下平台对于主播的约束力相对较少，同时签约费用

也较少。 
第三，独立操作模式。此模式下平台对于主播直播的介入程度最低，直播的独立性最高，可以自主

决定直播的时间、地点、内容等事宜，不受平台的相关约束。 
在第一种模式下，无论平台与主播间的签约协议如何，认定双方存在实质上的劳动关系并无不可[16]，

因为此模式下主播的直播行为完全在平台的管理下属于劳动关系下“执行职务”无疑，那么损害发生时

平台当然须承担用人者责任。但是后两种模式下，由于主播可以像独立从业人员一样自由灵活地选择工

作时间、地点甚至是是否工作，关键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与平台的关系较为松散，显然未达

到劳动关系所要求之“人格从属性程度”[17]。依据“行为外观主义理论”，认定平台的用人者责任必须

以平台对于主播存在控制为前提，才能通过主播的行为外观实现归责。而后两种模式下，尽管平台对于

主播有一定的控制，但是控制的程度显然与用人者责任中的控制力要求是不同的，远远没有达到“人格

从属性”的要求。 
综上，平台对后两种签约模式下的主播的控制未达到雇佣关系中控制的一般程度要求，从“平台–

主播”的内部视角审视，难以按照“认定雇佣关系—行为具有职务外观”的逻辑推进。在这样的责任体

系下，当直播纠纷发生时基本是主播担责，不利于外部第三人——用户的权益保护及交易安全，也有违

民法的公平原则——主播与平台皆因用户的打赏获益，但是只有主播在损害发生时须承担财产返还责任。 

2.2.2. 用户权益及交易安全保护的外部视角 
不同于外部视角下的平台承担用人责任时对于雇佣关系也即管理监督义务的必要性要求，从用户的

外部第三人视角出发，依据“风险共同体理论”，实现平台担责只需判定主播与平台共同体的结合。此

时的行为外观只起到证明共同体存在的作用。 
在目前的直播模式中，主播在特定平台的直播行为本身已经足够宣示其与平台的风险共同体关系。

用户作为外部第三人能够轻松地通过主播在某特定直播平台进行直播判定其为特定平台的风险共同体。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无论何种签约模式下，主播最终获取收益的方式和依据都是打赏——也即平台通

过预先与主播约定的分成比例，依据主播获取虚拟礼物的数量和内容计算得出主播应得的相应现实法定

货币存入主播的平台账户，其中直播模式的不同一般只影响分成比例。平台盈利的基础前提是用户愿意

对其平台上的主播进行打赏，事实上用户打赏也确实是网络直播行业营利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用户的打

赏针对的是主播而非平台。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为了更好的盈利，平台也会提供额外的资源推动主播

 

 

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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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的上升。特别是在前两种直播模式下可以说平台不仅是直播场所的提供者，也是主播提供直播内容

的参与者，更是《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中的互联网直播发布者 6，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主播本身。

尽管是受平台约束最少的独立操作模式主播也无法完全脱离平台规则，平台会根据主播的人气等因素，

对主播分化等级，进行排名，赋予相应的特权和收益，甚至主播等级排名的上升也是用户获取精神娱乐

的一部分，是用户打赏的目的所在。 
但是单纯这样的视角下进行归责也有其弊端。后两种主播平台的签约模式下，主播与平台之间的关

系过于松散使得主播可以同时在多个平台进行直播。仅仅依据行为外观来判断危险风险利益共同体关系

进而直接要求特定平台直接承担责任将会导致平台承担的风险过大，有矫枉过正之嫌。 

2.2.3. 小结——行为外观主义与风险共同体理论的折中 
行为外观主义理论从内部成员关系出发，对于劳动关系外观的确认归根结底还是依托于实际存在的

雇佣关系，同时对于证据要求标准较高不利于保护第三人权益以及交易安全。相反风险共同理论则从外

部视角出发，认为主播在特定平台提供直播服务此行为外观能够被认为是风险共同体成员，无论是否存

在实质上的劳动关系，平台与主播所组成的风险利益共同体都应该共同承担责任，此理论下证据要求标

准较低，平台承担的风险较大。为此，有学者提出可以将二者折中，以风险共同体理论部分修正行为外

观理论，将用人者责任承担的理论支撑由“行为外观主义”向“风险共同体理论”适度转移，同时在理

论基础修正的基础上对于“行为外观主义”中的非真正受雇人进一步扩张解释，使用人者对于无控制但

是处于同一风险利益共同体的非真正受雇人承担用人责任[18]，实现理论与规范的有效衔接，以便平衡外

部风险治理与内部责任分配，笔者认为并无不妥。 
具体在网络直播打赏的平台经济模式下，用户属于主播－平台这一风险利益共同体外的第三人，平

台与主播间复杂的关系往往导致用户主张权益时的困惑和困难，无论是从直播服务提供者(主播与平台)
行为外观出发，还是从网络虚拟世界的社会风险与收益的角度出发，采用外观主义的归责原则都能实现

平台责任的承担。但是同时折中的外观主义理论能够有效控制外观主义下用人者责任的边界，主播在直

播时的行为外观是对于其与平台风险共同体关系的宣示，但是并不可以作为平台承担用人者责任的唯一

证据，平台可以通过系统记录举证进行否认，以此限定平台责任的无限扩张。 

3. 外观主义下直播打赏纠纷相关主体的具体责任分配 

3.1. 外观主义下平台承担责任的方式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条、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可知“执行工作任务”始终是用人单位

对其工作人员承担责任的核心要件。但是如上文所述，平台与主播之间并不必然构成劳动雇佣关系，此

时需要引入外观主义原则确认用户对于平台主播之间存在外观上的劳动关系的信赖是合理的，由此才可

以通过外观主义实现平台与主播之间共同责任的承担[19]。 

3.1.1. 主播行为外观的证据效力 
在将外观主义的两种理论折中后，平台对于与其不构成实质上的劳动关系的主播依旧承担用人者责

任，并且无需单纯依据行为外观主义确认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控制，而只需相对人通过特定的行

为外观确认双方形成了风险利益共同体，使之成为非真正受雇人在平台经济的新形态。由此平台与主播

之间的关系可以跳出行为外观主义的控制理论的窠臼，进入用人者责任的体系内，以适用《民法典》第

 

 

6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发布，2016 年 12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下称《规定》)
第 2 条第 2 款规定，“本规定所称互联网直播，是指基于互联网，以视频、音频、图文等形式向公众持续发布实时信息的活动；

本规定所称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是指提供互联网直播平台服务的主体；本规定所称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包括互联网直播

发布者和用户。”该条明确指出，网络直播平台属于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亦即，网络直播平台是提供互联网直播服务的经营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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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七十条，或者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即即使主播与平台之间并未存在真正的雇佣关系，主播在

直播中造成的损害，也应当由平台承担责任。 
那么相应地，此时当第三人(用户)起诉时提出平台承担用人者责任，法院审查是否构成外观的合理信

赖时，也应当重点考察特定的行为外观是否足以判断平台与主播是否构成“风险共同体”，而非两者之

间是否在实质上存在劳动雇佣关系或类似控制。这样的裁判思路的转变不仅是折中理论所要求的，也具

有保护“交易安全”的内涵，更是符合实质正义的，因为相对于平台和主播，用户作为网络服务的交易

相对人，信息的不对等致使其举证能力有限，要求其提供证明主播与平台之间实质关系的证据未免强人

所难，仅仅要求其提供主播的行为外观则更加合理。 

3.1.2. 平台返还财产的种类。 
外观主义理论下平台承担用人者责任的背景下，平台再主张其充值行为的独立性则没有了任何意义，

那么理应返还用户相应的法定货币而非用户在平台中充值的虚拟代币。实际上即使不在外观主义的路径

下，用户对于平台的充值行为和对于主播的打赏行为二者的联系也密不可分，此观点实践中也有法院判

决支持——“充值过程，用户通过注册与平台订立服务合同并预先充值虚拟代币用于打赏。用户充值兑

换虚拟代币的行为并未完成消费行为，其充值目的系为进一步享受打赏等服务内容，为预付款行为，故

需进一步考察打赏行为 7。”另外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出发，独立地考虑充值或者打赏中的任一行为都会导

致出现纠纷进行责任认定时责任主体的脱离和风险的失衡，最终出现有违民法公平原则的结果。正如有

的学者指出的“概念和教义本身服务于实质问题的解决，而遗忘了实质问题的概念创设与推演，往往只

会徒增概念和逻辑混乱。”[20] 
综上所述，在实际的直播打赏纠纷中，当打赏行为被撤销或者认定无效时，在外观主义的规则路径

下用户应当就主播的行为外观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应当重点考察主播的行为外观是否足以证明其与平台

间构成了“风险共同体”，如果构成了以上风险共同体，平台则应当对于用户的损失承担用人者责任，

其与主播间的内部法律关系不可当然地对抗第三人，也即平台应当在其与主播的过错范围内返还用户充

值的相应的真实法定货币而非充值代币。 

3.2. 平台责任的边界 

外观主义的折中理论下，主播在平台进行直播行为的行为外观证据证明的是平台与主播构成风险共

同体，法院应出于对第三人和交易安全的保护提升外观证据的效力，以此达到平台担责的实际效果。但

是同时平台的责任也应当有其边界，应当允许平台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免责，否则不免造成从一个极端走

入另一个极端的后果，这也正是笔者赞同不直接从“行为外观主义”直接转向“风险共同体理论”而是

以后者修正前者的外观主义折中说的原因，“风险共同体理论”只是对于外观主义理论方向的修正，真

正责任的认定路径依旧沿袭“行为外观主义”下对非真正受雇人进行扩大解释的方式，这是在理论基础

上对于平台责任的限定。在实际的案件中，笔者认为，平台主张免责的方式不应是否认其与主播间不存

在风险共同体，因为这在客观上并不现实，因为平台与主播通过用户的充值–打赏行为获益是直播行业

盈利的基础，无可否认。此时平台唯有通过证明损害发生时主播与其并未处于同一风险共同体中——打

赏行为并未发生在平台内、脱离平台的所谓“打赏行为的延续”，从而主张平台不承担责任 8。也即平台

可以通过证明用户权益受到侵犯时主播并未通过本平台进行直播或者用户权益受到侵害的“地点”，也

即用户对于主播的该笔“打赏”并未发生在本平台上，从而否认“执行工作任务”这一归责要点，实现

 

 

7相关判决参见刘奇与王艳等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0)京 0491 民初 29963 号；刘奇与王艳等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二

审民事判决书，(2022)京 04 民终 234 号；赵统与张慧等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0)京 0491 民初 35323 号。 
8相关案例参见：王秀虎、朱亭亭返还原物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2023)鲁 0681 民初 69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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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责任与主播风险的有效匹配，“行为外观 +平台打赏收益”足以限定平台责任的边界。此项证据对

于平台来说也十分好调取，因为用户在特定平台对于特定主播的打赏，主播的打赏收益等记录在平台的

系统中皆有记录。这就在实际上限定了平台承担责任的边界。 

3.3. 主播责任 

在书面签约的情况下，主播与平台实质上形成了劳动关系，直接由平台承担用人者责任，主播责任

的具体承担应当考量主播与平台间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确定，主播并不直接对外向用户承担责任。 
而非书面签约主播，如上所述，实质上无法确定与平台间的劳动关系，因此最终主播具体责任的确

定取决于平台承担责任的性质，这将还涉及对于《民法典》157 条请求权基础性质的研究 9 [21] [22]。总

之在外观主义的解释路径下，在打赏行为存在效力问题时，平台和主播应当共同对用户承担责任，承担

的具体方式为平台承担用人者责任，当然平台承担用人者责任后可向主播追偿。其原因在于平台对主播

承担用人者责任后，主播作为平台的非真正雇佣人可视为工作人员，平台有权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

作人员追偿。当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程度难以确定时可再依据双方内部的协议约定，兼顾公平原则来确定

分配责任的比例，若未约定责任比例的，笔者认为按照收益分配比例确定责任比例是相对恰当的做法。 

4. 结论 

网络直播行业的兴起为直播行业的从业者带来了机会和巨大利益，也为直播行业的消费者——用户

提供了多样的消费娱乐方式，但是在这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在这样的新兴行业中，用户作为网络

服务的消费者，相对于平台与主播实际上处于相对的弱势方，囿于其获取信息渠道的有限性，其对于主

播和平台间的真正内部关系难以真正了解。当直播打赏纠纷发生时，如果任由平台以主播和平台的内部

协议对抗用户，将会造成将会导致最终责任承担时的主体有所缺失，导致只有主播向用户承担责任，而

同时获利，甚至是获利更大的平台却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后果，最终导致用户的损失无法得到完全的赔偿。

这样的结果显然有违民法的公平原则并且不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由此本文提出从用户的外部视角出发，

整体地看待主播、平台间的关系，立足于用户(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引入外观主义的同时对于理论基础

进行从“控制”到“危险”的修正，再依托于“行为外观主义”下对“非真正受雇人”的扩大解释，使

平台承担用人者责任的同时，圈定平台责任的边界。在优先保护用户权益的前提下再在主播与平台的内

部分配责任，为直播打赏纠纷责任分担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路径和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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